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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研究

余　涛，张宏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中非命运共同体”来源于“命运共同体”，是对“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种细化与“淬化”。在全球治理

的背景下，“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对中非过去和当前友好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它要求中非人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

上团结一致，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它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

树立了榜样并指明了方向。当前我们应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几方面加强对中非关系的建设，以便形成中非

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感情共同体和防护共同体等共同体，从而最终实现“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人民的共

同努力下，“中非命运共同体”一定会实现。

关键词：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余涛（１９７８－），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和非洲政治研究；张宏明（１９５９－），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非洲大国

关系和非洲政治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２０１６ＸＭＺ０４６）

中图分类号：Ｄ８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３５９（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３８－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０５

一、引言
自从２０１３年３月习近平在访问坦桑尼亚时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①以来，许多学者便围绕着

“中非命运共同体”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研究。例如贺文萍通过对近年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描述，说明了“中非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②；吴传华在对中非历史和现实等有关情况交代的基础上阐述了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典范作用和世界意义③。另一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在全球治理的国际背景下，如何去实现或者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可以说直到今天，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仍
在思考。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命运共同体”及“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与基础出发，在对“命运共同体”
的产生和发展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寻“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实践路径等，以期能够对中非关系的发
展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微薄的贡献。
二、来源与基础：“命运共同体”的细化与“淬化”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认识基础之上的④。因此在

对“中非命运共同体”进行探讨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命运共同体”进行一个相应的分析。但另一方面，笔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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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５９页。

贺文萍：《“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展望》，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吴传华：《中非命运共同体：历史地位、典范作用与世界意义》，《西亚非洲》，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此句话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词语的构成上来说，“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词语基础是“命运共同体”；二是从提出的时间上来说，先
有“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２年）而后有“中非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３年），“中非命运共同体”可以看作是“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种细化与“淬化”。



经过整理后发现，迄今为止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纷争”。例如李爱敏认为“命运共同体”是
“２１世纪初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倡导并推动的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主义价值理念和具体实
践”①；而徐进、郭楚则认为“命运共同体”是“一组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集合”和“一个过程性概念”，它“必须
反映中国特色，突出中国作为‘命运共同体’推动者的作用”等②。因此笔者在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认真分析
的基础上，认为要理解“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把握住以下几点。

（一）“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理解当前形势和人类社会构成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所作出的
一种正确论断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往来，人类从整体
上进入一个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交往更加频繁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繁荣，“各
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
里”③；在这个时代，疾病、战争、环境、卫生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国家和
地区往往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外，从人类社会的构成与发展规律来看，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
由自然、人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
互依存”的有机体④。在这个有机体中，各个要素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同时随着生产力发展，资
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⑤。在这种情况下，２０１２年，

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十八大上高瞻远瞩，在深刻理解当前形势和人类社会构成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
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之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推动下，“命运共同体”又得到进一步的
细化与推广。２０１３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
共同体意识……”⑥２０１５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
指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⑦ 此外，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习近平又先
后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３年３月）、“中巴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４年２月）、“中阿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４年６
月）和“中拉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４年７月）等概念，“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全面深化。

（二）“命运共同体”来源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
首先，作为一种由中国提出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思想，“命运共同体”来源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例

如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⑧其弟子有子也曾说过：“礼之用，和为
贵。”⑨史伯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瑏瑠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瑏瑡这些都与当前
“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和谐”或“以和为贵”的思想相同。此外，在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的“责任”等思想中，

也充分体现了“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天下情怀”。例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瑏瑢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瑏瑣林则徐也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瑏瑤

这些都与“命运共同体”所体现出来的“天下情怀”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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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徐进，郭楚：《“命运共同体”概念辨析》，《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全文），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３２４／ｃ１０２４－２０８９２６６１．ｈｔｍ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９４页。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９０３／ｃ６４０９４－
２７５４３２８６．ｈｔｍｌ

《论语》，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９９页。
《论语》，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８页。
《国语》，陈桐生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５７３页。
《荀子》，安小兰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１页。

陈昌丽，刘陈姣：《习古知今 领导干部经典古诗文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３０页。

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曾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梁启超将其概括为“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八个字。参见汪仲华：《向圣贤致敬 悟人生境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８７－８８页。

周轩，刘长明：《林则徐选集》，新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０７页。



其次，“命运共同体”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一脉
相承。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基本存在方式的“共同体”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天然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

和“真正的共同体”①。它们之间又共同构成一个层级递进的过程。其中在“虚假的共同体”阶段，由于“人们
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②等原因，人们最终将过渡到“真正
的共同体”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③，“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也就是说，在“真正的共同体”阶段，人与人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平等，

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也已消除了异化与对立的关系，进而共同体不再对个人的劳动产生任何的束缚与限制，人
类进入一个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恰好与“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相符。

（三）“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等提供了“中国智慧”并贡献了“中国力量”

所谓“全球治理”，简单地说，就是“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和规范框架内，各种不同的行为者，通过协

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全球共同利益和秩序”⑤。就当前的

情况来看，许多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面临着经济赤字严重、单边主义和治理机构困境加剧等一系列

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现有的治理体系主要是以西方大国为中心，未能及时地反映世界的发展变化等⑥。

而以“和谐”文化为主题的“命运共同体”在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基础上可

以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路径———在“命运共同体”的“指引”下，全世界人民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加

高效、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在生态与安全上，“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各国人民共同的和不同的需要，倡导

共同、综合和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这就为全世界人民铺就了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之路，并有助于建

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治理系统⑦。

其次就国家间关系来说，“命运共同体”提倡将全球各国放到一个“共同体”中来考虑，这将有助于打破国

家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之窠臼，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不只是从某一

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利益出发，从而避免世界大战和类似于新冠肺炎等人类流行疾病的大暴发⑧。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将人类的共生共长作为其重要内容，这就从根本

上解决了包括全球治理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等在内的一些全球性的发展难题，从而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团

结与紧密。因而从这一角度来说，“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等提供了“中国智慧”并贡

献了“中国力量”。

三、历史与现实：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在对“命运共同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对中非过去和当前友好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

从历史上来看，中非之间的友谊可谓源远流长。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早在公元前１０世纪中非之间就已

经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⑨。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中非之间更是开启了相互交往的“新纪元”。例如１９４９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在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给毛泽东发来贺电，祝贺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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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在对马克思共同体的划分和称法上，通常有三段论或四段论、“天然（虚假）共同体”或“自然（虚幻）共同体”之别（具体参见
徐丽葵：《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现实与未来：基于马克思主义当代解释力的视角》，《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４期；邵发
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阶段性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等）。但笔者认为这些只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共同体
思想的理解，其称法更不能从本质上影响马克思有关共同体思想的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９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２２页。

陈家刚：《全球治理：发展脉络与基本逻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张驚，李桂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的挑战与中国方案选择》，《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笔者认为类似于新冠肺炎等人类流行疾病的暴发与全球各国为了自身的私利而相互争夺密不可分。换言之，如果有关各国在疫情暴
发的过程中积极行动起来，将人类社会发展的福祉放在第一位而共防共治，疫情一般不会在其国内大规模地暴发起来，更不会在国际上得到广
泛性的传播。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页。



国的成立并认为中国的胜利对北非各国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来说是一个“有力的鼓励”①；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致
电“南非印度人大会”书记梅尔，表示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等②。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中非交往的一个小高潮。例如１９５８年中国与摩洛哥和阿尔
及利亚建交，１９６０年中国与加纳和马里建交等。截至１９７６年年底，中国已与非洲４８个独立国家中的４１个
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③。此外在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５年６月一年多的时间内，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
三次访问非洲④；从１９６４年５月到１９７６年年底，非洲共有２６个国家的３１位领导人访问中国⑤。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中非之间原来那种在国际舞台上
相互扶持、相互支撑的“兄弟论”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以在经济技术领域内的平等合作为主。在这一
阶段，中国在与非洲“经济合作”的理念下，逐步调整各种经济架构，将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等结合起来努力
促进中非之间的共同发展⑥，中非之间的友谊在这种合作中进一步的加强。

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非之间已经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全天候的“伙伴”或朋友等。例
如２０１９年中非之间的贸易额为２０８７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十一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⑦；截至２０１９
年９月，中国已与非洲５４个国家中的５３个建立了外交关系⑧。就文化来说，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中国已经累
计向非洲国家提供了约１２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与非洲４６国合建了大约６１所孔子学院和４８个孔子课堂。

在此基础上中非双方更是建立了约１５０对友好城市关系，３４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的组团出境旅游目的
国等⑨。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２０２０年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的流量仍然达
到了２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０．０４％瑏瑠。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非洲的多个国家驰援中国，向中国提供口
罩和护目镜等医疗物资并进行现汇支持。之后在非洲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也及时地向非洲派
出了自己的医疗队并向非洲多个国家提供了多批抗疫物质援助。许多中国在非企业更是积极踊跃地为非洲
国家捐款捐物，帮助非洲有关国家渡过难关瑏瑡。

（二）“中非命运共同体”要求中非人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

首先，在当前的国际社会里，任何两个相互合作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都不能完全对等，对于中国和
非洲来说也不例外，中非两方在诸如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的立场也并非完全相同。但另一方面，

中国与非洲有关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战略利
益”瑏瑢，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中非之间更容易在国际舞台上找到共同的利益交会点，这就使得中
国在与非洲有关国家合作时“求同存异”成为可能并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相对符合双方的利益。

其次，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多极化的发展和世界民主力量的加强，国际社会中原有的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虽有所减弱，但以“单边主义”和“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一些“霸凌主义”仍然存在并且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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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来的一个时期内长期存在。例如“特朗普走了，‘特朗普主义’还在”①，拜登上台后，美国仍然对中国实

行强硬的贸易政策，试图通过对中国有关企业和技术的打压来确保其在全球发展中的领先地位等②。此外，

从更长远来看，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推出“人权高于主权”“人道

主义干预”等论调，企图以“人道主义保护”为幌子推行“新干涉主义”。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叙利

亚和利比亚危机为代表的一些国际问题才变得更加复杂并最终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挥之不去的痛”：许多利

比亚难民流离失所，缺少食物和水等基本的生活物资③；叙利亚更是陷入各方力量争夺战略空间和势力范围

的战争僵局④。因此，“命运共同体”要求中非在国际社会中更多地“礼让谦和”，争取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相

互理解、相互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团结一致，从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三）“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并指明了方向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过去还曾经与非洲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有过较为亲密的联系，并

且其亲密的程度甚至于还曾经一度不亚于同时期的中国和非洲。例如中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中国和东南

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等。但由于种种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所导致的各种落后，中

国在与这些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被超越，有些甚至于超越中国后反过来又对中国发起了侵略性的战争———

中国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交往的过程中出现了裂痕。新中国成立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本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在同旧的不平等外交彻底决裂的基础上先后与苏联、印度、英国和法

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另一方面，就中日、中印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关系来说，自从新

中国与其建交后，双边关系进行得并不顺利。

就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说，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其症结主要在于日本在历史上曾经“把中国作为模

仿的对象加以学习”，“当发现崇拜的对象越来越多的破绽和漏洞时”，它开始产生“脱亚入欧”的心理以及由

此所导致的孤僻心理和肆意举动。同时日本还是一个岛国，它相对优越与安全的自然环境以及平和发展对

他们的民族性格与行为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竭力做美国反华的“排头兵”⑤。就

中印以及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关系来说，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主要是边界领土争端问题、西藏

问题、中巴问题和安全问题⑥，影响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东盟）之间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机制化的合

作、南海问题和美国的“印太战略”等⑦。

但正如前所述，与非洲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许多都曾经与中国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例如中日原本是

一衣带水的好邻居；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都曾经是文明古国，都曾经在近代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就中国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双方很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鉴，在近代更是有着休戚相关、患难

与共的历史命运⑧。因而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影响下，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有可能再次成为好

邻居、好朋友与好伙伴。

值得提出的是，自从“命运共同体”提出后，在日本等国确实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例如２０１９年，印度尼

赫鲁大学的斯里坎特·孔达帕利在赴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前表示，中国需要让其他亚洲国家相信参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害处、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亚洲各国都有利⑨。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日本民众没有忘记２０１１年日本大地震时得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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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多帮助；“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希望所有人都能渡过难关”，“各国应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总之，

这些情况说明，在“命运共同体”的影响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更加紧密。

四、治理与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关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在现有的研究中已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例如李雪冬、王严认为由于

中非命运共同体涉及全球治理等众多领域，需要全方位、复合型的行动计划和实施路径，因此提出“八大行

动”，并“结合中非合作的实践经验与非洲实际情况”，“更加注重能力建设和内涵发展”②。武涛认为“中非命

运共同体”“绝非纸上谈兵、口头上说说而已”，“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双方的携手合作”，具体说来它

可以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机制”“‘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合作体系”等

三个路径来实现③。但就本文而言，笔者认为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一）政治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争取建立中非责任共同体

首先，所谓的“责任共同体”，在这里主要是指中非双方为了维护自身或对方的利益，在国际上所达成的

一种共识或默契。其次，从历史上来看，中非之间很早就已有过类似的行为。例如１９５６年，在苏伊士运河战

争中，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对英法入侵埃及的行为给予了强烈的谴责④；１９５８年，当中国的台湾海峡出

现紧张局势时，埃及的和平委员会表示他们志愿支援中国解放台湾、金门、马祖及其周围岛屿的斗争等⑤；

１９７１年，正是在广大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才能得以重返联合国并且顺利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

任理事国。

此外，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中非两方也都是非常需要这种理解与支持的。如前所述，中非双方都是发展

中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战略利益”等。但另一方面，中非在气

候变化等问题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因此面对西方的霸权和中非之间的分歧，中国和非洲有关国家更应

该在国际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说，中非两方必须在政治领域内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只有这样才

能构建“中非责任共同体”，从而进一步实现“中非命运共同体”。

（二）经济上加强交流、互通有无，争取建立中非利益共同体

虽然中国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上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这是因为对于广大的非洲国家来

说，由于它们大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对钢铁、水泥的需求旺盛，而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已经积累

了相对富余的产能，因此非洲希望能从中国引进先进富余的产能，从而加快其自身的产业发展⑥。同时对于

中国来说，“非洲丰富的农矿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尚待开发，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⑦。因此中国在与非洲进

行经济合作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

但另一方面，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济合作时又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大陆，非洲

的生产力水平整体偏低，因而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多为能源矿产品，中非之间存在着典型的“工业制成品—能

源矿产品”单一型贸易结构⑧。近年来随着中国对非贸易的顺差不断增大，中非在未来的贸易中也存在一定

的摩擦可能性。

因此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济合作时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情况下，中非在进行经济合作时应本着平

等互利的原则加强交流、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合作共赢的中非利益共同体。具体来说中国可以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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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援助为抓手，以“一带一路”为桥梁，大力鼓励中方企业和有关人员赴非投资。同时对于非洲各国来说，应

该在保障中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自身的民主化改革，从而为中方的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

（三）文化上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争取建立中非感情共同体

所谓文化，在这里主要是指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中起

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于中非来说也不例外。中非之间其实很早就已开始了这一方面的交流。例如早在公

元前１０００年，埃及就已开始使用中国的丝绸①；大约从公元前二世纪末，非洲的一些医药传入中国②。

新中国成立后，中非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早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和埃及就曾

就两国的经济和文化问题进行过专门的会谈；１９５６年，中国的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埃及等三国并受到三国

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③；１９７９年，埃及的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并签署了中埃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等④。

笔者有幸参加过一次由共青团中央等联合主办的亚非青年论坛。在整个的活动中来自亚非的青年相互学

习、互相讨论⑤。中非文化交流的热度和深度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在笔者看来，在“中非感情共同体”的驱使下，中非可以继续加强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从而进一步提高中非人民相互了解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

（四）安全上彼此依靠、相互支援，争取建立中非防护共同体

根据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中非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展开了安全方面的合作。例如新中国成立初

期，尽管中国还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境下，但仍向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等非洲国家提供了军援；１９５８年１２月阿

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访华时要求中国给予军援，中国政府同意了阿方的要求⑥。

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非合作多为特定背景下的中国对非援助，因此中非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合

作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例如１９８９年中国派出２０名文职人员到纳米比亚参加由联合国组织的“过渡

时期援助团”⑦；１９９１年又派员参加“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⑧；２００８年，在位于非洲之角附近的亚

丁湾地区索马里海盗活动猖獗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再次派出一支由３艘舰艇和数百名官兵组成的舰队，远赴

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⑨。总之，在中非平等的基础上，中国向非洲派遣了大量的维和人员，中非之间的安全

合作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非之间的安全合作反过来又为中非关系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中国在

非洲参与的和平与安全建设行动“推动了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发展与非洲自主维和能力的提高”“为缔造

非洲发展建设所需要的和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直接推动了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发

展”瑏瑠。因而在“中非防护共同体”的命题下，中国和非洲有关国家可以在原来安全合作的基础上继续谋篇布

局、加强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中非安全合作的良好局面，从而最终形成“中非命运共同体”。

五、结语

总之，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主要有三个，即“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对中非过去

和当前友好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它要求中非人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它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在此基

础上，笔者还认为实现“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四个，即要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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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中非“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感情共同体”和“防护共同体”的建设①。只有做到了以上四点，“中

非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展望未来，“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道阻且长。除了上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因素外，西方国家对中国和非

洲的“围追堵截”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例如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西方的一些政客、媒体将“新殖民主

义”的帽子扣到中国的头上②；美国一些决策者经常将中国视为非洲民主的威胁、美国经济利益损害者和地

缘政治利益的挑战者③。因而在“中非命运共同体”实现的过程中，中非之间必将还会面临着许多的艰难险

阻甚至于“激流险滩”。但笔者相信，历史的车轮终究是向前的，在中非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命运共同

体”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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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共同体”的命名上，笔者思忖良久，最后结合着领导人讲话（重点是习近平讲话）和现有的研究，将这些共同体分别命名为
“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感情共同体”和“防护共同体”。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命名本身并不重要（切不可简单地望文生义），重要的是这
些“共同体”本身所蕴含的内容或涵义。

孙勇胜，孙敬鑫：《“新殖民主义论”与中国外交应对》，《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张宏明：《大国经略非洲研究》（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４６９－４７０页。


